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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恶心呕吐研究进展 
Research progress on postoperative nausea and vom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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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开展用全身麻醉以来，人们就面临手术恢复的常见副作用即术后恶心呕吐。术后恶心呕吐（PONV）的发生率估计值各不相同，这可能
是由不同的患者、手术方式和使用药物造成的，在普通外科人群中估计发生率为 30%，在高危人群中高达 80%[1]。现在已经认识到，具有已知
危险因素的患者亚组（例如，女性，有晕动病病史）。 
尽管 PONV 在现代环境中很少导致严重的医疗并发症，但对生活质量和医疗成本的影响并非微不足道。患者报告说，恶心和呕吐是术后最令人
痛苦的症状之一，并表示理论上他们会为避免这些结果付出额外的代价[2]。目前用于控制 PONV 的大多数药物靶点（例如 5-羟色胺 3 型、5-HT3
受体）已经为人所知几十年了，并且专注于这些方法的治疗的边际改进（例如，不同的给药途径）有时只能导致渐进的改进，但财务成本会大
幅增加[3]。 
Abstract：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general anesthesia, people have faced a common side effect of surgical recovery, namely postoperative nausea and 
vomiting. Estimates of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nausea and vomiting (PONV) vary, possibly due to different patients, surgical modalities, and 
medications, and are estimated to occur in 30 percent of the general surgical population and up to 80 percent in high-risk populations [1]. It is now 
recognized that subgroups of patients with known risk factors (e.g., female, with a history of motion sickness). 
Although PONV rarely causes serious medical complications in the modern environment, the impact on quality of life and healthcare costs is not 
insignificant. Patients report that nausea and vomiting are among the most distressing postoperative symptoms and say they would theoretically pay an 
extra price to avoid these outcomes [2]. Most of the current drug targets used to control PONV (eg, serotonin type 3, 5-HT3 receptor) have been known for 
decades, and marginal improvements in therapy focused on these approaches (e.g., different routes of administration) can sometimes only lead to 
incremental improvements, but the financial costs increase significantl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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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病理生理机制 
术后恶心呕吐的潜在机制是复杂的，涉及患者的心理状态、中枢

神经系统、自主神经系统、胃节律紊乱和内分泌系统等,这种多元因
素的机制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1.1 中枢神经系统 
目前人们对术后恶心呕吐核心机制尚在探索阶段[4]。目前已知，

恶心和呕吐期间发生的相关自主神经变化在延髓水平上得到协调[5]。
化学敏感受体检测血液中是否存在催吐剂，并且该信息通过后部区域
传递到孤束核（NTS）。检测胃张力和内容物的腹部迷走神经传入也
投射到 NTS。然后，NTS 的神经元投射到中央模式生成器，该生成器
除了直接投射到腹侧髓质和下丘脑的神经元外，还协调呕吐行为中涉
及的各种动作，从中可以到达更高的大脑区域[5]。 

在 Napadow 等人的研究中发现，大脑中参与较高认知功能和情
绪的区域内侧前额叶皮层和前扣带皮层与恶心时心率的增加呈正相
关，这表明认知和情绪中心在调节与恶心相关的副交感神经到交感神
经的转变中的重要性[6]。Napadow 及其同事研究了易患晕动病的患
者，认为致恶心刺激会导致杏仁核、壳核和蓝斑的激活，从而转化为
恐惧条件反射和情绪触发。这最终会导致强烈的恶心感。 

1.2 自主神经系统 
呕吐前发生的特征性生理变化，如出汗、面色苍白、流涎、血压

升高、心动过速、皮肤血管收缩、胃肠动力下降，由自主神经系统
（ANS）介导。代表呕吐的机械或化学刺激由迷走神经传入中枢神经
系统[7]。几项研究表明，恶心感的增加与副交感神经张力减弱和交感
神经兴奋性上调有关，这是上述症状的主要原因。此外，LaCount 及
其同事已经表明，心迷走神经调节的爆发先于向更高水平的恶心过
渡，可能是通过促使受试者进行内感受性重新评估，最终将恶心评级
定为更高水平[8]。恶心时的自主神经流出可能受到中枢神经系统的调
节。因此，ANS 流出和控制它的中枢神经系统网络可能是总体恶心强
度的决定因素，更详细地说，它们可能具有治疗重要性。 

1.3 内分泌 
已经研究了几种激素在恶心发病机制中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

血管加压素。在各种致吐情况下，加压素分泌的增加清楚地表明，加
压素水平的升高先于呕吐，这表明这种升高并不是对体积耗竭或高渗
的反应[9]。研究还报道了血清加压素水平与恶心强度之间的正相关
性。然而，恶心和血管加压素之间的因果关系仍然不清楚。尽管一些
研究表明，超生理水平的加压素会导致胃节律紊乱和恶心，但这种情
况是否发生在正常生理情况下尚不清楚[10]。加压素、胃节律紊乱与恶
心的确切时间关系 。此外，5-HT3 受体广泛分布于中枢神经系统和
消化系统，介导快速兴奋传递和调节恶心呕吐。 

2 危险因素 
2.1 与麻醉相关危险因素。 
PONV 的麻醉危险因素包括挥发性麻醉剂、一氧化二氮和阿片类

药物。挥发性麻醉剂对 PONV 具有剂量依赖性，在术后的前 2-6 小时
尤为显著[11]。当静脉注射丙泊酚代替吸入麻醉时，在 PACU 的最初几
个小时内 PONV 的发生率显著降低[12]；有证据表明丙泊酚也可能具有
止吐特性[13]。阿片类药物通常在围手术期用于控制疼痛，从而有助于
平衡麻醉。阿片类药物，会作为一种独立的刺激物引起恶心和呕吐[14]。 

2.2 与外科相关的因素 
某些类型的手术可能与 PONV 风险增加有关，包括腹腔镜、减肥、

妇科手术、甲状腺手术和胆囊切除术，手术时间的延长是 PONV 的一
个独立风险因素[15]。虽然目前的研究没有直接解决，但止吐药可能通
过抑制炎症而不是通过对恶心和呕吐的神经系统的直接作用来抑制
PONV。在腹部手术中，对肠道操作或手术创伤有胃肠道（GI）炎症
反应，导致物质 P、5-HT 或其他介质的局部释放，影响外源性传入神
经纤维的信号传导[16]。 

2.3 患者自身危险因素 
成人 PONV 的患者特异性风险因素包括女性、有 PONV 和/或晕

动病病史、不吸烟状态和年龄[14]。此外，还有一些尚未明确的危险因
素，如月经周期[17]、新斯的明[18]、围手术期禁食、鼻胃导管、肥胖和
补充氧气。 

3 临床诊断 
根据患者术后 48 的恶心和呕吐的发生情况，可以进行诊断与评

估。 
3.1 恶心程度 
0 度，患者无恶心呕吐；1 度，在运动时恶心感觉明显，但在休

息时无明显恶心感；2 度，患者在运动和休息时均有恶心感；3 度，
患者在休息时恶心感持续存在，在运动后加重。 

3.2 呕吐严重程度 
①无呕吐；②呕吐 1-2 次／d 为轻度，不用止吐药症状可缓解；

③呕吐 3- 5 次／d 为中度 ，需使用 1 次止吐药方可缓解；④呕吐次
数> 5 次／d 为重度 ，需使用 2 次或以上药物方可止吐[19]。 

4. 防治措施 
4.1 止吐药物 
通过直接和间接比较预防性止吐药物，并对其进行后续排名，在

综述中发现了七种预防术后呕吐的有效单一药物。其中 5 个具有高确
定性证据，阿瑞匹坦、拉莫司琼、格拉司琼、地塞米松和昂丹司琼，
2 个具有中等确定性证据，福沙司琼和氟哌利多。福沙培坦是七种有
中度/高度证据的单一药物中最有效的药物，氟哌利多是种有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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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证据的单一药物中疗效最低的药物。阿瑞匹坦、拉莫司琼、格拉
司琼、地塞米松和昂丹司琼在预防呕吐方面的疗效介于福沙哌坦和氟
哌利多之间[20]。 

与现有的系统综述和建议相比，除了标准的止吐药物（昂丹司琼、
地塞米松、氟哌利多和格拉司琼）外，福沙哌坦、阿普哌坦和拉莫司
琼等新药物值得推荐，应该取代甲氧氯普胺和东莨菪碱等较老、疗效
较差的药物。 

通过现有数据分析，推荐使用高剂量的格拉司琼、地塞米松、昂
丹司琼和氟哌利多比低剂量更有效。在现有的随机对照试验中，阿瑞
匹坦和拉莫司琼没有检测到剂量反应效应，这两种药物都是按照 Gan
等人的建议使用的[21]。福沙匹坦的剂量为 150 mg，迄今为止尚未提
出剂量建议。 

4.2 穴位刺激 
内关穴位刺激。综述报告称，内关穴刺激能显著降低恶心、呕吐

的风险，以及抢救止吐药的使用[22]。除了内关穴，刺激其他穴位也被
用于预防 PONV。2014 年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报告称，与单独使用内
关穴相比，刺激内关穴和合谷穴可显著降低 PONV 的发生率[23]。 

4.3 口香糖 
口香糖有望治疗 PONV，1 项小型试点研究表明，在 GA 下接受

腹腔镜或乳腺手术的女性患者中，口香糖治疗 PONV 的效果并不劣于
昂丹司琼[24]。 

5 小结 
综上所述，术后恶心呕吐的发生与手术类型、手术时间、麻醉药

物的选择以及患者自身的既往病史、术前精神状况存在密切联系。通
过评估患者的危险因素，可以针对性地采取预防措施，避免患者术后
发生术后恶心呕吐。对于发生术后恶心呕吐的患者，可根据实际情况，
实施药物治疗、非药物治疗或者联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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